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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ance by law of publ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cisions at county level is the summary and logical extension of the experience，combined with construction of local rule of law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 the new period.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and constructs the hypothesis of relationship. Secondly, combined with the fa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cis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AHFY county, the assumption of relationship in this paper is verified by ordinary least square（OLS） and two stage least square（2SLS）.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igger source, strategic thruster and so on, the effect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comp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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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命题的提出,是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法治化过程中, 以党的十八届四次会议文件相关内容指导实践为契机，结合地方法治建设实况进行的经验总结和逻辑延伸[1]。虽然在理论上，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法治化治理尚处于初探阶段，学界对其内涵与外延仍存颇多争议，未形成明确概念体系，但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展开相关工作。然而，如果不对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深入分析，就会导致实践盲目性、阐释欠科学性，更可能致使治理价值缺少、异位甚至歪曲。
众所周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点之一就是法治化。我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始就大力推行法治化，至今30多年的法治化历程总得说来就是两个方面的转换，即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转换、民间或者说地方规范向国家法律转换[2]。就本研究来说，这种转换通过现代法治向公共科技决策领域延伸实现；具体来说，就是法律权威和程序理性强势复归，传统政府管理功能和地方性知识与陈规影响日趋弱化，实体法与程序法在公共科技决策领域广泛适用，实现规则之治、秩序之理的善治过程[3]。虽然这种转换过程可能最初源于人治，但直接与最终意图是追求理性之治，或者说特定视域下法治。总的说来，这种转换实质是利用理性之法则制约和运用公共权力、谋求公众福利，意在运用、重在制衡，关键是权益之法性保护。
如果说法治化是两个转换过程，是一种动态把握，那么从静态的视角来说，法治化则蕴含实体法与程序法两个层面内容；或者从静态内容的本然性来说，法治化本质之一是实体法，之二是程序法，二者构成法治化的实然性存在。关于实体法，它作为确定权利与义务的规范性存在，是社会现实生活空间的一部分；它来源于事物与行为的多维实体，经法治化抽象后在法律层面投影成一个平面，构成二维具体实在。具体来说，实体法是调整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标尺，是确定性权责规范[4]。至于程序法，它是法治化得以存在和成长的生命形式与动力源泉[5]。毕竟程序法不仅仅意味着公开、透明、参与，更意味着交互对话和动态沟通。具体来说，是指行为者在具体行为在启动到终结的整个过程中，必须遵守之法定次序、步骤、方法和惯例[6]。
另一命题是县域公共科技决策。县或县域是中国最古老的行政建制之一。它萌芽于西周，定型于春秋，确立于秦，沿用至今，可以说县或县域是生活政治的重要叙事概念。此外，公共科技决策在本质上是该领域各种私利谋划的超越，是社会公共权威对该领域社会资源和社会利益的权威分配[7]。当然这个“权威性分配”按照戴维·伊斯顿观点，是关于社会价值的一种权威性分配活动，我国学者则偏向于“公共利益的权威性配置”[8]。故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是指县域行为主体，特别是县域当政和参政组织利用县域公共权威与公共资源设计与安排公共科技领域政策，提升科技决策能力与品质，解决本领域公共问题，协调该领域公共利益关系，为该领域发展提供动力与激发机制为目的的行为过程与方法策略。当前，我国正处在科学跨越、富民强县的重要时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党的十九大相关战略指引，科学谋划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思路，大力推进科学化、民主化决策，努力使县域公共科技决策顺应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改善民生更是时代使命[9]。
2  命题提出与关系假设 
由于县域公共科技决策的“权威性”和“超越性”客观需要，也必然要求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这是因为基于“权威性”和“超越性”的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是该领域法治化的逻辑前提[10]，更须通过法治化以规避“公意”或被私利化、或被滥用、或被错用。换句话来说，如果法治化的本质属性是基于“公意”的法律权威的价值追求和形态建构，那么，本研究本质属性就是法治化本质属性在县域公共科技决策领域合理性、合意化适用。由此，本研究是指县域公共科技领域决策在遵循法治统一原则基础上，依据体现多数人意志、彰显公共利益和强调政府对民众负责的规范，实现决策之善治过程[11]；实质是通过实体法和程序法来规定和约束公权力，将县域公共科技决策领域的决策主体、决策行为、决策过程、决策内容和决策体制纳入实体法和程序法调整范围，达成法律和人民群众有效监督之目的[12-13]。如此，可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县域公共科技决策的民主权利，严格依照理性，特别是法治理性进行决策。当然，这不是一种决策权的剥夺、削弱，而是要建立一系列制度与技术适用原则，提升决策科学化品质，强化决策权威，完善决策行为法治监督，彰显“公意”导向的善治意图，进而确保县域公共科技决策合法性、科学性和民主化要求[14]。具体来说，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是指县域行为主体，特别是县域当政与参政组织利用县域公共权威与公共资源设计与安排公共科技领域的政策、方针，为公共领域科技创新提供动力，更好解决公共问题，协调公共利益关系，在促进县域全面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体现多数人意志、保障多数人权益，并使之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行为过程提供助力与保障。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标准化和规范化过程包括“作为本身”以及“作为过程”两个层面的标准化、规范化以及制度化。此外，由于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也是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的一项重要任务，应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行政原则，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最后，通过完备治理体制，促进县域公共科技决策的实体法与程序法完善，确保县域公共科技政策的科学、连续、稳定和有效，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1]。
基于以上考量，本文形成五方面知识命题与关系假设：
第一个知识命题为“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的普适价值诉求”。它是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触发源的重要影响因子，定义为X1，与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效果(Y0)存在正相关关联，形成关系假设H1。
第二个知识命题为“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的科学化诉求”。它也是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触发源的重要影响因子，定义为X2，与Y0存在正相关关联，形成关系假设H2。
第三个知识命题为“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的时代性诉求”。它也是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触发源的重要影响因子，定义为X3，与Y0存在正相关关联，形成关系假设H3。
第四个知识命题为“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的实体化走向”。它是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战略推进器的重要影响因子，定义为X4，与Y0存在正相关关联，形成关系假设H4。
第五个知识命题为“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的程序化走向”。它也是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战略推进器的重要影响因子，定义为X5，与Y0存在正相关关联，形成关系假设H5。
结合以上5个知识命题探析、影响因子判断以及逻辑关联假设，构建本文分析模型见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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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探索与验证
3.1  AHFY县生态环境决策概况
[bookmark: _Hlk526609435]AHFY县南北长50 km，东西宽约42 km，面积为1100 km²，其中耕地面积为46 100 hm2，水田为160000hm2，总人口为73万人。全县辖16个乡镇1个经济开发区和264个行政村。AHFY县地处淮河中游，又在矿物生产与加工辐射范围内，生态环境既受到淮河影响，又不堪矿物开采与加工所带来的污染干扰，因此人们的生活、生产已经深深受其消极后果所困扰；而且，随着市民社会形成和社会力量增加，民众生态意识开始日渐觉醒，公民的生态干预诉求也由自发逐步向自觉转变；再加上近来媒体介入、公共组织积极倡导以及国家与政府政策法规引导，如中共十八届四次会议文件相关内容设计与安排，这些情景出现使AHFY县生态环境决策法治化治理成为可能，更是必然。然而，如何完成法治化治理、实现治理预期，应对淮河生态现况、矿产生产与加工所带来的生态困境是一项复杂工程，更须系统设计。
3.2  问卷设计、抽样测划与数据收集
假设Y0主要受X1、X2和X3 3个成因变量以及X4和X5两个走向变量影响，并将它们视为5个测量指标。每个测量指标按李克特量表之最满意（9分）、比较满意（7分）、一般（5分）、比较不满意（3分）、不满意（1分）测量刻度来实现满意度的量化计算。
在调查对象设计与选择上，按置信度为95%时，Z=1.96,E=5%，P=0.5时，N=384的抽样原则，遵循抽样设计原理与规范，采取分层次、多阶段、不等概率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完成调查目标选取。将1个县政府、16个乡镇、1个经济开发区共18个调查单位作为样本框的一级调查单位并适当再分若干层；然后，按抽样单位的人口规范与抽样总体的人口规范比例确定样本量分布比例，另外适当提高样本量以提高调查的信度与效度；最后将调查单位内的普通民众、行政人员和主要领导作为主要调查对象。
相关评价数据运用科学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每个一级抽样单位考虑其样本量分布比例和样本量发放20至30份问卷，共发放问卷4 500份，回收4 350份，回收率为96.7%。考虑到调查内容和对象的实际情况，采用直接数据收集方法。在收回问卷以后，再对所有数据进行整理和录入。在资料整理过程中，首先，审核调查问卷，选取4 350份完整问卷；然后，对调查问卷选项的分值进行设计，具体如下：A选项为9，B选项为7，C选项为5，D选项为3，E选项为1。数据审核、处理以后，根据分析模型研究目的综合评定数据。采用EpiData数据录入法建立分析模型数据库，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收集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为方便研究，须定义变量，见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调查内容
	变量定义
	变量简称
	变量赋值

	调查主题
	Y0 
	Gov-effect
	— —

	基本信息
	性  别
	gender
	1=男性；2=女性

	
	文化程度
	education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4=中专；5=大专；6=本科及以上

	
	身  份
	status
	1=普通民众；2=行政人员；3=主要领导

	
	年  龄
	age
	1=35及以下；2=36至50；3=50以上

	具体信息
	X1
	U-value-Pur
	1=不满意（1分）；2=比较不满意（3分）；3=一般（5分）；4=比较满意（7分）；5=最满意（9分）

	
	X2
	Sci-pursuit
	1=不满意（1分）；2=比较不满意（3分）；3=一般（5分）；4=比较满意（7分）；5=最满意（9分）

	
	X3
	Time-Ds
	1=不满意（1分）；2=比较不满意（3分）；3=一般（5分）；4=比较满意（7分）；5=最满意（9分）

	
	X4
	
Sub-stantilization-G
	1=不满意（1分）；2=比较不满意（3分）；3=一般（5分）；4=比较满意（7分）；5=最满意（9分）

	
	X5
	Procedural-G
	1=不满意（1分）；2=比较不满意（3分）；3=一般（5分）；4=比较满意（7分）；5=最满意（9分）

	其  他
	缺失值
	ε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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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于混合数据的回归分析与验证
在前文研究基础上构建模型如下：
Gov-effecti = Gov-effect0 + β1U-value-puri  + β2Sci-pursuiti  + β3Time-Dsi 
+ β4Sub-stantializaion-Gi  + β5Procedural-Gi  +  εi
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回归分析，获得不同控制变量组合的估计结果见表2所示。从表2看出，U-value-Pur、Sci-pursuit、Time-Ds、Sub-stantilization-G和Procedural-G的显著性并不明显，这种结果和现实观察有出入。之所以出现这样原因，本研究认为Y0存在内在性问题，即工具变量。通过观察与验证发现，X3与Y0的相关性较高但并不存在协相关因素，且X3与其他影响因子的相关性不低，而其他影响因子之间却存在显著性差异，所以X3是Y0的内生变量，适合作为工具变量。
表2  AHFY县生态环境决策法治化治理效果决定方程OLS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U-value-Pur
	
	-0.037 8
	-0.010 7
	-0.007 3
	-0.0045
	-0.007 3
	0.008 8

	
	
	(0.045 3)
	(0.043 2)
	(0.040 8)
	(0.0426)
	(0.040 8)
	(0.039 9)

	Sci-pursuit
	0.002 5
	0.002 9
	0.005 4
	-0.002 7
	0.0083
	-0.002 7
	0.002 0

	
	(0.009 6)
	(0.009 6)
	(0.009 2)
	(0.008 7)
	(0.0091)
	(0.008 7)
	(0.008 6)

	Time-Ds
	-0.000 4**
	-0.000 4**
	-0.000 4**
	-0.000 3**
	-0.0004**
	-0.000 3**
	-0.000 3**

	
	(0.000 2)
	(0.000 2)
	(0.000 2)
	(0.000 1)
	(0.0002)
	(0.000 1)
	(0.000 1)

	Sub-stantilization-G
	0.351 3
	0.015 3*
	
	0.279 9*
	
	0.279 9
	0.220 9

	
	(0.047 1)
	(0.008 3)
	
	(0.040 4)
	
	(0.040 4)
	(0.041 3)

	Procedural-G
	0.015 7*
	0.297 4**
	-0.270 0
	-0.244 6*
	
	-0.244 6**
	-0.209 3

	
	(0.007 8)
	(0.046 5)
	(0.041 0)
	(0.038 9)
	
	(0.038 9)
	(0.038 6)

	
	
	
	
	
	
	
	

	截距项
	7.916 3***
	7.931 9***
	8.000 8***
	7.943 2***
	7.865 2***
	7.972 3***
	7.926 1***

	
	(0.168 8)
	(0.170 6)
	(0.162 3)
	(0.124 3)
	(0.159 9)
	(0.153 3)
	(0.149 6)

	Observations
	398
	398
	398
	398
	398
	398
	398

	R-squared
	0.018 0
	0.021 2
	0.120 1
	0.187 7
	0.144 6
	0.217 7
	0.259 6


   注：1）（1）至（7）分别代表变量参数摘要；2）括号内数值表示标准误差；3）*** 、 ** 、* 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为探明工具变量对Y0的影响状态，本文引入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 stage least square，2SLS）回归分析。当引入时代性诉求工具变量时，2SLS回归分析结果明显有所改善，而且从表3可见估计结果（3）最为理想，同时估计结果也展示出X4、X5、X2和X1具有统计学意义。当然X3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作为内生变量需要新解释变量来确定其影响因子，进而通过新解释变量来探知该内生变量对Y0解释作用。
表3 引入工具变量后的2SLS回归与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U-value-Pur
	0.004 7
	0.199 5***
	0.234 6***
	0.032 5*
	0.004 4

	
	(0.004 8)
	(0.009 3)
	(0.005 0)
	(0.011 1)
	(0.004 3)

	Sci-pursuit
	0.135 7**
	0.267 9**
	0.135 7**
	0.041 8
	0.022 5

	
	(0.043 8)
	(0.047 6)
	(0.043 2)
	(0.052 9)
	(0.039 1)

	Sub-stantilization-G
	0.196 5***
	-0.198 6***
	-0.204 0***
	-0.271 6**
	0.229 6***

	
	(0.042 1)
	(0.044 5)
	(0.041 3)
	(0.057 2)
	(0.039 4)

	Procedural-G
	0.158 9***
	0.149 3**
	0.169 7***
	0.135 7**
	0.202 8**

	
	(0.040 7)
	(0.044 6)
	(0.049 7)
	(0.047 6)
	(0.049 4)

	
	
	
	
	
	

	截距项
	7.674 2***
	7.323 2***
	7.955 2***
	6.309 2***
	7.676 9***

	
	(0.244 1)
	(0.461 0)
	(0.254 6)
	(0.553 0)
	(0.223 2)

	Observations
	321
	321
	323
	389
	392

	R-squared
	0.213 4
	0.140 2
	0.236 3
	？ 
	 0.217 4

	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
	P=0.000 3
	P =0.000 7
	P =0.000 9
	P =0.000 4
	—



虽然估计结果（3）最为理想，但为严密、谨慎起见，本研究对内生性工具变量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下X3是内生变量。
表4  变量的Hausman检验结果
	变量
	(b)
Ⅳ
	(B)
ols
	(b-B)
Difference
	sqrt(diag(V_b-V_B))
S.E.

	U-value-Pur
Sci-pursuit
Sub-stantilization-G
Procedural-G

	0.041 774 50
0.099 871 30
－0.271 605 20
0.135 673 50
6.309 199 00
	0.012 903 70
0.008 752 30
－0.209 286 00
0.220 247 30
7.926 135 00
	0.018 214 20
0.009 784 03
－0.006 231 92
－0.008 457 38
－1.616 936 00
	0.004 026 80
0.010 267 20
0.016 147 20
0.019 523 90
0.401 836 20

	chi2(4) = (b-B)'[(V_b -  V_B)*(-1)](b - B) = 20.48       Prob > chi2 = 0.000 4



然后，以性别、文化程度、身份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分别通过10%、30%、50%、70%和90% 5个分位数查看它们对Y0的影响状态。通过表5发现，4个控制变量对Y0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5 性别、文化程度、身份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的五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q10
	q30
	q50
	q70
	q90

	U-value-Pur
	0.102 1
	0.101 4
	0.030 6
	0.020 3
	－0.011 5

	
	(0.005 5)
	(0.004 3)
	(0.002 7)
	(0.007 2)
	(0.005 0)

	Sci-pursuit
	－0.134 7
	0.124 7
	0.014 4
	0.032 0
	-0.023 6

	
	(0.028 2)
	(0.018 9)
	(0.012 0)
	(0.028 5)
	(0.027 8)

	Sub-stantilization-G
	0.344 7*
	0.012 3**
	0.002 5
	0.010 2***
	0.004 2

	
	(0.005 4)
	(0.005 8)
	(0.003 6)
	(0.003 0)
	(0.004 3)

	Procedural-G
	－0.134 3**
	－0.044 3**
	－0.234 1
	－0.034 2***
	－0.034 1

	
	(0.000 1)
	(0.000 1)
	(0.000 1)
	(0.000 1)
	(0.000 1)

	gender
	0.172 1***
	0.184 8***
	0.185 1***
	0.143 9**
	0.231 3***

	
	(0.041 9)
	(0.032 1)
	(0.013 1)
	(0.030 1)
	(0.039 2)

	education
	0.289 2***
	0.231 6***
	0.123 2***
	0.123 9***
	0.204 8**

	
	(0.090 0)
	(0.067 3)
	(0.084 6)
	(0.088 0)
	(0.101 1)

	Status
	0.153 4*
	0.256 7***
	0.005 9*
	0.053 3
	-0.201 0***

	
	(0.044 0)
	(0.052 7)
	(0.054 1)
	(0.042 0)
	(0.065 6 )

	age
	0.252 2***
	0.246 9***
	0.154 2**
	0.121 7***
	0.050 9

	
	(0.047 6)
	(0.049 0)
	(0.066 3)
	(0.046 7)
	(0.068 7)

	
	
	
	
	
	

	Constant
	7.525 3***
	7.715 6**
	7.982 4***
	8.160 5***
	8.637 1***

	
	(0.087 1)
	(0.093 5)
	(0.080 7)
	(0.105 4)
	(0.116 4)

	Observations
	1 121
	1 121
	1 121
	1 121
	1 121



上述研究表明，Y0受X1、X2、X4和X5 4个变量影响，而性别、文化程度、身份和年龄4个控制变量对治理效果也有积极作用，特别是性别差异和文化程度不同对结果影响显著。
至此，得出以下结论：在H1、H2、H3、H4和H5 5个关系假设中，除H3以外，其他4个关系假设都成立，而H3需要构建其他解释变量以实现该内生变量对Y0的解释作用。这也是将来要研究议题，这里不做赘述。
4  基于关系假设的成因阐释与思考
4.1  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效果的触发源分析
普适价值诉求和科学化诉求是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效果提升的触发源。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效果的触发源是指直接促成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出现，或者在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过程中具有核心影响力的影响因子。可能促成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出现的影响因子有很多，但其各自地位和作用却有差异，而明确这个差异至关重要。本研究将县域公共科技决策的普适价值诉求和科学化诉求界定为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效果的触发源[15-16]，或者说它们是县域科技公共决策法治化治理的主要成因因子。
4.1.1  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的普适价值诉求
为什么看重普适价值诉求，因为它一直是人们乃至人类关注的焦点，意义更大。柏拉图认为“立法的目的是美德与安宁”[17]，在他看来法本身即是美德体现，法治的目的乃是实现美德及社会安宁。富勒也认为发挥法的道德价值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道德，即义务道德和愿望道德彰显[18]。也就是说，愿望道德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为出发点，是善的生活道德，是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对愿望道德的追求实是实现美好社会并使社会达致至善的价值诉求。而义务道德则是从人类行为的最低点出发，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至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规定了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条件。伊斯顿[19]更认为，政治是某一社会对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活动。这意味着政治是对普适价值进行设计与安排的活动，但它是权威性的，是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的，也就是在社会成员中分发具有价值的物质，当人们趋向于认为他们受某分配约束时，该分配就是权威性的，而且该分配虽然是针对社会的部分成员，但是它对所有其他成员都具有法定权威的价值[20]。
因此，当县域公共科技决策出台以后，如果价值取向遭到质疑，往往就会出现紧张性状态，如群体性冲突事件，而这亦成为法治化治理必须直面的价值选择问题。罗尔斯[21]新自由主义提出，“作为公平之正义”认为“考虑最少数最不利者”的“最起码”的社会价值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基准。这意味着法制化治理的重心不再是个人价值至上，更不是利益集团和强势群体的利益至上，而是注重社会公平道义；它不强调或主要不强调社会的效益价值，而是社会公平、稳定和秩序。然而在现实中，决策偏向个体、利益集团和强势群体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是法制化治理过程中必须要妥当解决的困境。如果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与普世价值诉求之间大幅度吻合，会提高民众认可度，同时大大减弱社会对其执行的反对力度[22]，这无疑能大大提高治理有效性，亦有助于提升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本身的合法性基础以及社会调节功能实现。
4.1.2  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的科学化诉求
科学化诉求之所以重要，实际上是人们对权威的审视、理性的珍重，因为它实质就是指在县域政府制定公共科技决策的过程时运用并服从人类思维理性的过程，更是谨慎的公权力运用过程。斯蒂文•库克等[23]认为，“在决策中，人类行为是理性的、合乎逻辑的。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决策者的目标是作出具有最高价值的选择以使满足程度最大化。”然而，要实现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的科学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正如西蒙[24]所说，“人们在进行决策时会利用他们个人关于实际情况的大致的、有限的、简化的模型作为判断情势的依据。决策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背景和经历、抱负、价值观和动机等都会影响到模型的构建。”达尔和林德布罗姆更悲观地认为，“一个典型的理性决策者不会选择那种大而无当、无所不包的行动，只会对现存政策作出一系列小敲小打的调整。” [21]这都说明本研究既存在科学性的旨趣，更存在科学化的困境。
再回过头来看，现实中的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不科学情形比比皆是。如“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心态看以有理却存在致命缺陷，这是因为这种心态虽不必然导致县域公共科技决策的不科学，然却可能导致县域公共科技决策设计与安排更趋向采取那些短期见效的急功近利政策方案，如此思维理性和权威谨慎将以何处。又如一些县域公共科技决策，长官意志往往成为决策依据，然，当权力与权力意志混杂到一起使，往往就是人治或者说权治的开始，它就会远离法制，因为法治信奉和遵循的正是权力与权力意志的分离。再如“凭经验、拍脑袋”型决策现象在县域公共科技决策过程中屡见不鲜，描述性知识所带来的县域公共科技决策叙事未必必然不科学，然其对确定性、一般性和有效性的诉求往往是乏力的，因为这种知识叙事是归纳的方法，是可能性判断。当然，科学化诉求并不意味一劳永逸。韦伯的科层制意味着工具理性，然这样县域公共科技决策往往造成“各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现象，使县域公共科技决策的科学性诉求被阉割，甚至是扭曲。故本研究的科学化诉求需要积极谋划，沉着规避诸多非科学化之怪现象。
4.2  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效果的战略推进器分析
[bookmark: _Hlk524434675]实体化走向和程序化走向是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效果的战略推进器。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效果的战略推进器是指，能为本研究的具体实践活动提供可操作性推动的工具。它可以促进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的稳定、有序发展，可以实现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的真实意图和实际价值。故该战略推进器不仅意味着它是本研究“科学-工具主义”的合理运用，更是“规范-制度主义”的权威保障[26]。本研究认为，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战略推进器包括实体化走向和程序化走向两个方面[14，27]，并认为它们是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的两条腿，需协同并进而不可偏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才能确保其目标实现。
4.2.1  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的实体化走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要在2020年达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奋斗目标，这既显示法治政府建设的时代紧迫感，亦意味着法治政府建设将侧重政府行为，特别是决策、执行、监控的法治化，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换。因此，把县域公共科技决策，特别是县域重大公共科技决策纳入法治化治理的轨道，对构建现代法治政府，实现公共科技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28]。当然，对于县域重大公共科技决策的解释，理论界和实务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县域重大决策是需要进行专家咨询论证的重大事项；有的认为，县域重大公共科技决策是在公共科技创新领域内凡涉及全局性、战略性、政策性的政府决策；有的认为，县域重大公共科技决策是该领域关系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且需由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还有的认为，县域重大公共科技决策必须是该领域内具有行政性、从属性、时空动态性、宏观性、基础性和全局性的政府决策[29]。 
本研究认为，县域重大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按照各县的实际情况，把涉及一定数量资金的县域公共科技决策作为重大公共科技决策，其议程建构必须法治化，也就是说必须以实体法的形式说明该金额的缘由、用法、评估标准和问责方式；二是涉及公共科技创新领域内较大范围的事务决策必须作为县域的重大公共科技决策，其议程建构必须关照范围内诸多主体，如果诸多主体无法权置喙则非法，无权利和义务相当、同构则违法；三是该领域具有一定范围影响力的行为决策必须视为县域重大公共科技决策，其范围与影响力须在权力和责任层面上进行详实分解，使之具有法治寓意的操作定义价值；四是该领域所有具有主体不确定性的抽象规范性文件必须作为县域重大公共科技决策，其议程建构必须法治化，或者说条文确定、内容明确，与其他法律或规范性文件浑然一体，无冲突、无空白、无重叠、无歧义。
4.2.2  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的程序化走向
之所以看重程序化走向，源于人们对程序理性由来已久的关注，且日趋看重、延伸范围愈广。要知道，正义程序（正当程序）观念早在13世纪就在英国萌生，即法庭对任何一件争端或纠纷作出裁判时应绝对遵循“自然正义”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的诉讼案件的法官，法官在裁判时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而1354年英国国会通过的《伦敦维斯敏斯特自由令》更是第一次将“正当法律程序”概念明确写入法律文件之中，“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或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生存之权利。” [30]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然正义”和“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仅仅只是适用于司法或者准司法领域；直到20世纪以后，“行政国家”的出现，行政权大肆扩张与侵权，“不得滥用权力”“应维护公共利益”等主张靠实体法的既有规则很难进行监督与控制，“程序正义”观念也就被引入公共科技决策领域[31]。
2010年11月，我国《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随后，胡锦涛总书记也在相关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公共决策程序建设。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推进法治体系必须注重程序法治化。因此，充分认识本研究价值，实现其科学化、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由其价值层面意义决定的，更是价值理性的应然指向。然本研究不仅涉及价值层面意义，还牵扯技术层面意义，或者说技术理性彰显。在技术理性层面上，县域公共科技决策程序，即县域行政主体作出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时应当遵循的方式和步骤。县域公共科技决策的行为方式构成了行为过程的空间表现形式，县域公共科技决策的行为步骤构成了行为过程的时间表现形式；其空间与时间形式按照一维的法则串联起来，就形成了本研究的技术过程。技术层面意义和价值层面意义的有机结合，从根本上承载了程序正义的基本价值追求，是确保程序正义观念在县域公共科技决策中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
4.3  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效果的工具变量释疑
虽然数据显示“时代诉求”是工具变量，不宜承担本研究解释变量，但“时代诉求”却是法治化治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更是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须积极应对的关照点。毕竟，法治化治理本身意味着时代气息彰显，蕴涵浓重时代性。立法进程不断加快、法制体系不断完善、司法改革不断深入、关于法的相关教育也不断推进，无疑标志着中国正在向法治社会大步迈进，正在走向乃至引领法治时代潮流。然而，也不难看到，法治化治理的生活现实却未能真正展现在人们面前，特别是针对不确定对象的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更是屡屡失败。导致这一状况的因素当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法治根基缺失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因此，加强社会转型期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根基构筑，则显得关键而紧迫[17]。
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并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主要是一种生活状态、行为方式和文化模式，因此，仅仅注重县域公共科技决策立法进程、法制体系构建、司法改革深入和普法教育推进等等，并不能必然带来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甚至在依法治国理念下出现一些悖逆现象和不良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错综复杂，但在根本上却是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治理努力未能扎根社会现实土壤、未能彰显和引领社会现实生活所致。然，如何完善“时代性诉求”？本研究认为，充分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寓意，积极将“新时代”的丰富内涵与精神实质适用到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将是不二选择。具体来说，须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从实践的纬度来引领之，从人民或者具体来说是乡民的立场来规划之，从民族和世界的高度来把握之。简言之，县域公共科技决策法治化治理就是实现决策合法性、科学性和民主化，助力“普适价值诉求”凸显、“科学化诉求”提升、“重点领域决策法治化”完善和“程序化走向”完备等理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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